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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梁启超是中国近代最早较为系统地研究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人。他的相关论著以西方经济理论为参照，为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建立创造了条件。他的研究存在着观点跳跃和逻辑矛盾的现象，这种现象在此后中国经济思想的发展过程中仍然延续。本文在方法论的层面，从传统文化的角度对此进行了新的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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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first scholar who made a systematic study on ancient Chinese economic thought in modern time, Liang Qichao used western economic theory to his comparative research. His works created important conditions for founding the subject which named history of Chinese economic thought. There were some out of joint of standpoint and logic contradictory in his study. Same situation also existed in Chinese academia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is paper gave a new analysis from the angle of methodology and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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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是中国近代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和学者之一。迄今为止，学术界对梁启超经济思想的研究成果数量可观，但把梁启超对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评论作为一个问题来加以探讨的，尚付阙如。胡寄窗关于梁启超经济著述的特出成果的评价
，赖建诚的《梁启超的经济面向》一书在章节排列上的特色
，使笔者产生了写作本文的思路，在写作过程笔者又扩展了探讨的范围。全文分三个部分：首先对梁启超关于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论著作一梳理；然后分析其中所反映的梁启超经济思想的特点；最后考察梁氏这一研究的学术史意义。

一

梁启超的经济思想内容丰富。就促成原因和知识来源而言，除了日益紧迫的社会经济现实和快速传播的外国理论思潮之外，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发展的回顾反思，也是不可忽视的方面。根据《饮冰室合集》所收的篇目，梁启超研究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和经济政策的著述主要有：1、《〈史记•货殖列传〉今义》；2、《王荆公》；3、《管子传》；4、《论中国财政学不发达之原因及古代财政学说之一斑》；5、《墨子学案》；6、《先秦政治思想》。从时间跨度看，这些著述前后相差25年，占据了梁启超思想形成和转变的主要阶段。从研究内容看，梁启超对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研究重点在先秦，尤其是《管子》一书，对后来的史料也有顾及。从写作特点看，梁启超运用了逐段按语、人物评述、专题分析、断代史论等多种方法。以下对这些著述作一概述。
《〈史记•货殖列传〉今义》一文写于1897年。为什么要写这样一篇东西？梁启超表示：“西士讲富国学，倡论日益盛，持义日益精，皆合地球万国土地人民物产而以比例公理，盈虚消息之。彼族之富强，洵有由哉。然导其先河，乃自希腊。昔贤肇阐义奥，泝逮輓近，乃更光大，虽曰新学，抑亦古谊也。蒙昔读《管子》轻重篇，《史记》货殖传，私谓与西士所论，有若合符，苟昌明其义而申理其业，中国商务可以起衰。前哲精意，千年湮没，致可悼也。作今义。”
接着，梁启超对《史记•货殖列传》的若干段落用按语的形式加以评论。他评论的段落分别是《老子》的“老死不相往来”说、司马迁的“善因”论和“衣食之原”论、 《管子》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计然的农业丰歉循环论和“积著之理”、李悝的“尽地力之教”、白圭的“乐观时变”论等。这些段落有的是司马迁辑录前人的，有的则是他本人的见解，梁启超则从现代经济的角度作了阐发，如他从肯定富人社会作用的角度来解释“仓廪实而知礼节，衣服（‘服’应为‘食’——引者）足而知荣辱”，他说：“《周礼》有保富之义，泰西尤视富人为国之元气，何以故？国有富人，彼必出其资本与制造等事，以求大利。制造既兴，则举国贫民，皆可以仰餬口于工厂。地面地中之货，赖以尽出，一国之货，赖以流通，故君子重之。輓近西国好善之风日益盛，富人之捐百数十万以举学堂医院等事者，无地不有，无岁不闻。岂其性独异人哉？毋亦保富之明效也。”
这里需要指出，梁氏所评论的史料仅占《史记•货殖列传》全文的五分之一，而且都集中在前面部分。实际上，司马迁在后面的述论中还有许多精彩的观点。我们不能肯定梁氏是否临时中断了该文的写作，匆匆完稿，但这至少表明他对《史记•货殖列传》经济思想的评论是不完整的。
《王荆公》一书写于1908年。全书共22章，与经济直接相关的是第十章《荆公之政术（2）：民政及财政》。总体上，梁启超对王安石的经济举措持肯定态度。在他看来，“俗士之论荆公，大率以之与掊克聚敛之臣同视，此大谬也。公之事业，诚强半在理财，然其理财也，其目的非徒在增国帑之岁入而已，实欲苏国民之困而增其富，乃就其富取赢焉。以为国家政费，故发达国民经济，实其第一目的，而整理财政，乃其第二目的也。而其所立诸法，则于此两者皆有关系者也。”
但在具体阐述中，又每每对王氏做法从经济学角度提出异议。例如，他把王安石通过政府集权抑制兼并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说“社会主义所以难行者不一端，而为国家分掌此理财机关之人，甚难其选，而集权既重，弊害易滋，此其著者也。夫以彼都所倡社会主义者，行之于立宪政体确立之后，犹以为难，而况在专制之代乎？本意欲以摧抑兼并，万一行之不善，而国家反为兼并之魁，则民何愬焉。而盗臣之因缘以自肥又无论也，故荆公之政策，其于财政上所收之效虽颇丰，而于国民经济上所收之效滋啬，良以此也。”

《论中国财政学不发达之原因及古代财政学说之一斑》一文写于1915年。梁启超认为中国的财政学说在先秦时期已有成果，例如《管子》“轻重诸篇，虽以论国家财政为主，而于国民生计三致意焉，于我国古籍中，求其累数万言专语财政者，惟《管子》轻重足以当之，此实全世界财政学最古之著述，又非我国而已”。
但秦汉以后，除《盐铁论》外，“斯学中绝”。
何以致此？他分析了六条原因：1、“古代学者，侈谈道德而耻言功利，凡属以货财为主体之学问，不喜治之”；2、“古代历史，争乱相续，人民罕得安堵以从事生产，而国家不时之需，无艺之求，层起叠出，其间无复秩序规则，足资披讨”；3、“民业简单，专务农本，其他末业，不足为轻重于社会，故国家之取诸民者，亦专注此一途，无甚奥衍繁赜之学理，以相引于弥长”；4、“币制未确立，社会未能尽脱实物交易之旧俗，故国家之收入支出，亦常以实物。而实物价格变动不居，国家财政无从得正确之会计，缘此而所研究之对象，无从附丽”；5“国家之观念，未能确定，或国权太薄弱，欲直接以强征于民而力有不逮，或太重视国权，虽悉民之所有而取之，亦视为固然。两者相反，而其不轨于正则同，在此等国家之下，财政实无研究之价值”；6、“交通之利未开，故国家之职务不繁，其范围之变迁不至甚剧，其所以维持政费之均衡者，为道至简，而民间诸业虽立，彼此相互之关系甚薄，财政虽稍有失宜，不至牵一发而全身皆动，坐此两者，财政上之大问题，无自发生”。
这些分析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
《墨子学案》一文写于1921年。梁启超对《墨子》的关注时间较长。1904年，他写了《子墨子学说》，1920年，他写了《墨经校释》，在《墨子学案》后，他在1922年的《先秦主张思想史》中又谈到墨子。就经济思想而言，梁启超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子墨子学说》的第2章《墨子之实利主义》和《墨子学案》的第3章《墨子之实利主义及其经济学说》中。在前一著述中，梁启超概括了墨子实利主义的三个公例：1、“凡事利余于害者谓之利，害余于利者谓之不利。此与近儒边沁氏比较苦乐以为道德之标准者正同”；2、“凡事利于最大多数者谓之利，利于少数者谓之不利。此亦与边沁学说同符者也”；3、“凡事能使吾良心泰然满足者谓之利，否则谓之不利。此实实利主义最高尚之一条件也”，“通观墨子实利之教，大率毗于物质上，而精神上未免阙如，得此条而发明之，然后知墨子之言利，圆满无遗憾也”。

在《墨子学案》中，梁启超归纳了墨子经济思想的七个法则：“第一，“以自苦为极”，“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墨子以为人类之欲望，当以维持生命所必需之最低限度为标准……若超过这限度，就叫做奢侈，墨子以为凡奢侈的人，便是侵害别人的生存权。”
第二，“诸加费不加利于民者弗为”, “墨子以为，生产一种物事，是要费资本劳力的，那么，就要问：费去的资本劳力能够增加多少效用？所费去的和所增得的比较，能否相抵而有余？”
第三，“赖其力则生，不赖其利则不生”，“墨子这种经济思想，自然是以劳力为本位，所以‘劳作神圣’为墨子唯一的信条”。第四，“各从事其所能”，人类要维持自己的生命，各人都要有“分事”，“就是各人自己分内的职业，墨子于是感觉有分劳的必要”。第五，“以时生财，财不足则反之时。”
这是对劳动时间的珍视。第六，“欲民之众而恶其寡。”“墨子的人口论，和玛尔梭士的人口论，正相反。玛尔梭士愁的是人多，墨子愁的是人少，人少确是当时的同患”，“虽然见解有些幼稚，但在当日也算救时良药了”。 第七，“有余力以相劳，有余财以相分。”
不难看出，梁启超对墨子经济思想的研究经历了一个逐步拓展和不断深化的过程，因而引起了当时经济学界的注意
。
《先秦政治思想史》一书写于1922年。在这部断代史论中，梁启超专辟第20章《生计问题》，对各派经济思想作简略点评。如说：“道家盖不认生计问题为政治问题，彼宗以‘见素抱朴少私寡欲’为教。”
“先秦诸哲言生计者，法家特注重生产问题，儒家特注重分配问题，墨家则两方面皆顾及，而两方面皆不当贯彻。”“法治主义之最初实行者，自李悝。而在我国生计学史上，始用科学的精密计算以谈生计政策者，即李悝也。”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部著作中，梁启超首次提出法家和儒家在政府干预问题上存在差别。他指出李悝的学说有两个要点：“一曰‘尽地力’，所以奖励私人生产也。二曰‘平籴’，所以行社会政策，用政府之力，以济私人之平也。”
“法家者流之生计政策，无论为重农为重商，要皆立于国家主义基础之上，所谓‘我能为君辟土地充府库’，孟子所斥为‘民贼’者也。”
在另一篇文章中他认为：“孟子政治论最重要之部分，则其经济制度也。孟子以经济的给足为社会道德之源泉”，“孟子认经济问题为改良社会之根本，与后世之耻言生计而高谈道德者有异矣。”
他说孟子所说的井田制，“以全国耕地九分之一为纯粹公有，其余九分之八，则私人虽无所有权而有使用权，在使用期间，收益归彼私有，而此公家之一分，亦由各私人公担其生产之劳作……实含有组合互助之精神。”

《管子传》写于1909年。虽然早于《墨子学案》和《先秦政治思想史》，但是梁启超对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研究中着墨最多的，产生的理论影响也最大，所以放在这里着重介绍。《管子传》共13章，其中第11章《管子之经济政策》分六节，分别为1、国民经济之观念；2、奖励生产之政策；3、均节消费之政策；4、调剂分配之政策；5、财政策；6、国际经济政策。各节中篇幅最长的是第4节，占12页（整章共36页），其次为第6节，占10页，再次为第5节，占7页。关于《管子》经济思想的价值，梁启超说：“管子为大理财家，后世计臣多宗之。虽然，管子之理财，其所注全力以经营者，不在国家财政也，而在国民经济。国民经济发达，斯国家财政随之。管子之所务在于是，故有以桑弘羊、孔仅、刘晏比管子者，非知管子者也。”
他进一步指出：“经济学之成为专门科学，自近代始也。前此非独吾国无之，即泰西亦无之。（虽稍有一二，不成为科学）自百余年前，英人有亚丹斯密者起，天下始翕然知此之为重。然斯密之言经济也，以个人为本位，不以国家为本位，故其学说之益于人国者虽不少，而弊亦随之。晚近数十年来，始有起而纠其偏匡其缺者，谓人类之欲望，嬗进无已时；而一人之身，匪克备百工；非群萃州处通功易事，不足以互相给；故言经济者不能举个人而遗群，而群之进化，由家族而宗法而部落以达于今日之国家。国家者群体之最尊者也，是故善言经济者，必合全国民而盈虚消长之，此国民经济学所为可贵也。此义也，直至最近二三十年间，始大昌于天下。然吾国有人焉于二千年前导其先河者，则管子也。”

从这种观点出发，梁启超对国家的经济职能进行了肯定，在它看来，“夫人生而有自利之心，有自利之心，则自能龟勉以从事生产，以养其欲而给其求。然则有国家者，似宜听民之自为，而无取諰諰然代大匠斫。此说也，实斯密氏一派所张皇以号于众者也。而管子则不谓尔，其言曰：‘天下不患无财，患无人以分之。’（《牧民篇》）又曰：‘官不理则事不治，事不治则货不多。’（《乘马篇》）又曰：‘万物之于人也，无私近也，无私远也；巧者有余，而拙者不足。’又曰：‘不告之以时，则民不知；不道之以事，则民不为。与之分货，则民知得正矣。审其分，则民尽力矣。’（《乘马篇》）又曰：‘民欲逸而教之以劳，劳教定而国富。’（《侈靡篇》）盖管子之意，以为国家若不有道焉以干涉之奖励之，则民或惰而不务生产；或务矣，而不知所以生产之道；或知其道矣，而为天然之不平等所限制，不能举自由竞争之实。是故非以国力行之，不为功也。”

他进一步指出：“管子之意，以为政治经济上种种弊害，皆起于贫富之不齐。而此致弊之本不除，则虽日日奖励生产，广积货币，徒以供豪强兼并之凭借，而民且滋病。此事也，吾国秦汉时尝深患之，泰西古代希腊罗马时尝深患之，而今世欧美各国所谓社会问题者，尤为万国共同膏肓不治之疾。而所以药之之法，在我国儒家言，其主复井田。孔子、孟子、荀子所倡，与夫汉唐以来之均田口分田限民名田等政策皆是也。在泰西社会主义学派，则主土地国有。其尤甚者，主一切财产皆归国有。其意亦与吾国之井田略相近。虽然，‘私有权’之为物，随世界文明之进化而起，相沿既久，而欲骤废之，其不能见诸实行，不待智者而决也。若管子均贫富之政策，则举有异于是。”

由此可见，梁启超对《管子》经济政策思想的阐述具有两个特点，其一是重视国家的作用，其二是关注分配对生产及整个国民经济的影响。这两个特点折射出当时历史和理论的变化，也为我们进一步分析梁启超本人经济思想提供了切入点。
二
对梁启超关于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研究，从学术角度提出批评的不乏其人
。梁的逻辑矛盾有时甚至表现在同一篇文章中，上节提到的《王荆公》一文属于此例，《管子传》中这种情况更非鲜见。如赖建成指出：“梁认为这种手段（指国家干预——引者）在古代‘盖甚有效也’，因为‘遵是道也，则全国商业之自由，极受束缚；……然在古代信用机关交通机关两未发达之时，毋宁以政府立乎其间，其力足以尽求全国所供，其力足以尽供全国之所求，苟奖励干涉得其宜，则于助长全国民经济之发达，盖甚有效也’。然而，‘以今世之经济原则衡之，其利诚不足以偿其弊’。读到此处，我们不禁困惑：梁写此书的目的，是要以《管子》的经济政策，来呼应20世纪初期流行于德、日的国民经济学派的主张，但梁又屡屡说若采行《管子》的政策，则‘其利诚不足以偿其弊’，‘管子所谓乘马之策，决非完备而可以适用者’。两论对比，梁到底要读者何适何从？”
“读到此处，我们再度碰到一项矛盾：梁既力扬《管子》经济政策的高明，但接着又批评盐铁专卖政策的严重弊端。‘盐官之置，使人民生事日啬，其法非良，故后世行之，不胜其弊；……”
“更广义地说，轻重术是《管子》的核心概念，既然‘非完备而可以适用也’，那么梁希望读者从《管子传》得到哪些有用的讯息呢？”

要解释这种现象，必须把梁启超对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研究作为一个过程来看待。如前所述，《〈史记•货殖列传〉今义》是梁氏回顾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第一篇文章，这篇写于戊戌变法以前的文章标志着梁启超经济思想的基本形成
，也可以视作他对中国传统思想认识评价的逻辑起点。胡寄托窗认为：“在这篇论文中，他提到许多近代经济观点，如经济的世界主义，自由贸易，保护政策，外贸中的物物交换和贸易差额，国内经济的专利权政策，股票买卖等等。而特别要提及的有两点：一是提到西方的经济循环论如所谓葡萄说，太阳黑子说，可算是国人著作中最早出现的近代经济循环理论。二是他在此文中对崇奢黜俭论作了尽情的发挥”，“总之，《史记货殖列传今义》一文，如不苛求其论述的正确与深入，仅就其所引证的西方经济概念来说，其数量之多在当时的确是惊人的”。
这就是说，在研究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之前，梁启超已经接受了较多的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影响。
从《〈史记•货殖列传〉今义》的内容看，梁氏的思想是倾向自由竞争的。如他批评《老子》的“老死不相往来”论说：“通商者天地自然之理，人之所借以自存也。故言理财之学者，当并国之差别界限而无之，有差别有界限，斯已下矣，若不相往来，又差别界限界限之下者也。……是率天下而路，皆深陈商学精义，太史公最达此义，故篇首直揭邪说而斥为涂民耳目。”
关于司马迁提出的“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梁启超的解释是：“因之”是遵守科学规律，“利导”是专利法等激励创新，“教诲”是设立学校，“整齐”是在没有创新的情况下对原有利益进行整顿，如漕运改革等，此“自善治财者视之，已为中下策矣”，他特别指出：“与之争者，不思藏富于民之义，徒欲朘民之脂膏以自肥，輓近之计臣，日日策画筹度者，大率皆与之争也。故西人于民生日用必需之物，必豁免其税以便民，中国则乘民之急而重征之，如盐政之类是也。亦有西人良法美意，为便民而起，而中国恃为助帑之计，行之而骚扰滋甚者，如今日之邮政之类者。”
在讲到“积著之理”中的价格变动时写道：“天下豪杰之士，每喜创新事业，而中人以下，每甘追逐风气。天下豪杰少而中人多，当每一事业之初创也，必获厚实于群，无量之人相率而追逐之，不知此业，实不能容此无量之人，乃不能不争贬其价值以相竞，于是其势必立蹶。而他种事业，因为众人所不趋，必至缺乏，值乃骤进。此上极反贱，下极反贵，所以然之故。”

但梁启超对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研究又常常受到他思考现实问题的影响。如对王安石，他的正面评价主要基于社会改革（或政治斗争）的角度
，一旦深入到经济政策的利弊，则针砭之意溢于言表。梁启超说：“青苗法者，不过一银行之业耳。欲恃之以摧抑兼并，其效盖至为微末。而银行之为业，其性质乃宜于民办而不宜于官办。但使国家为之详定条例，使贷者与貣者交受其益而莫能以相病，而国家复设一中央银行，以为各私立银行之枢纽，而不必直接与人民相贷貣，则其道得之矣。荆公之为此，所谓代大匠斫易伤其手也。”
他对市易法也有相似的评论，认为国家直接行使本来由市场主体行使的职能，效果不好，“夫笼天下之货而悉由官司其买卖，即不然，亦须由官估其价值，盖非是而其所谓平物价之目的不得达也。夫笼天下之货而司以官吏，此近世社会主义派别所主张条理之一种。顾彼有与之相辅者焉。盖从其说则以国家为唯一之资本家，为唯一之企业家，更无第二者以与之竞争，夫是以可行。然其果可行与否，犹未敢断言也。若在现今社会制度之下，欲行此制，云胡而可。现今之经济社会，惟有听其供求相剂，而自至于平。所谓自由竞争者，实其不可动之原则也。今乃欲取营运之职，而悉归诸国家，靡论其必不能致也，苟能致焉，而其危险，乃将愈甚。盖其初意本欲以裁抑兼并者，而其结果，势必至以国家自为兼并者也。夫兼并者之病民诚烈矣，然有一兼并者起，不能禁他之兼并者，不起而与之相竞，相竞则可以渐底于平矣。若国家为唯一之兼并者而莫与抗焉，则民之憔悴，更安得苏也。凡此皆市易法不可行之理由也。”

这种矛盾在《管子传》中尤为明显。一方面，维护和发展民族经济的现实使他寄希望于政府控制，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意识又使他对国家干预持保留态度。关于前者，他指出：“夫物价自然之高下，本由全社会公共经济之现象所造成。专其利于少数之人，固已非当，况复以人力而矫揉之，使随己意为高下，而因以制多数人之死命而自罔其利者哉？此虽命之曰盗贼之行可也。管子之意，以为物价之有高下，而用人弃我取、人取我与之术，常能博奇利。此经济现象之所必至，无能遏止者也。而此种奇利，则当归诸国家，而不当归诸少数之私人。归诸国家，家家还用以奖励民业，则其利均诸全国人民；归诸少数之私人，则一国财力所在，遂成偏枯。一方有余，而一方不足……管子所以必以国家操此权者，盖为是也。”

后者可以《管子》提出的禁止民间借贷主张为例。梁启超既肯定《管子》能在两千多年前就认识到国家掌握金融工具的重要性，同时又表示：“夫富民贷而取重息，诚为脧削贫民之一显弊。有国牧民者，固不容坐视。虽然，贫民之貣焉者，必有其大不得已者存。禁贷而绝貣，以是为保护贫民，而不知益以困绝之也。若夫以法规定息率，视彼禁绝贷貣者，为道固稍进，然贫民之忍重息而举债也，必亦有其大不得已者存。貣者多而贷者寡，求过于供，息率势不得不昂。强以法律限制之，则贷者于普通息率之外，更须索犯法之保险费，然后肯出贷，是欲轻之而反以重之也。故善谋国者不为此下愚之策，惟设法以立完备之金融机关，使一国现有之资本，流通捷而效力增；而将来之资本，缘而增殖，则息率之日下，不期而自致焉，各国现行之政策是也。”

赖建诚认为：“《管子传》第11章第五节，提到‘德国硕儒华克拿氏’（Adolf Wagner 1835-1917，现译为华格纳）3次，他的著作在19世纪末的日本甚有影响力”，“梁在日本读了他的著作，兴奋之余，以大气力用现代语言重新诠释了管子并藉以论述：（1）若中国要迎头赶上‘大昌于天下’的财政学说，其实不必外求，只要切实施行老祖宗的法宝即可；（2）藉机表明他对德、日国民经济学派的认同，以及对英国史密斯式的自由放任经济政策不能认同。梁的这种立场并非单一现象，而是德、日、中这类在19世纪中末期尚处于开发阶段的国家，对经济霸权的英国有一种难以认同的倾向。”
笔者以为，华格纳的学说对梁启超某一时期的经济思想确实产生过重要影响，但这种影响既非唯一的，也非长久的。由于赖建诚在分析梁启超对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研究时没有把他对王安石评价和对《管子》的论述联系起来加以考察，更关键的是忽视了梁启超在《〈史记•货殖列传〉今义》一文的观念表述，因此觉得梁启超的矛盾难以理解。一个思想家存在理论矛盾并不奇怪，需要弄清楚的是这种矛盾是怎样形成的，以及这种矛盾所反映的更深刻的时代问题。根据本文前面的梳理，不难看出梁启超早年接受的自由竞争理念一直潜在地左右着他的学术判断，以至于他在正面宣传国家干预政策的过程中也会流露出怀疑和保留。
这种情况还可以从梁启超后来的思想变化中得到印证。日本学者森时彦指出：从《管子传》的有关论述中可以看出，“通过对亚当•斯密作历史主义的探讨摸索到了历史学派学说的梁启超，他所选择的当前的经济处方，是政治优先、国家至上的德国国民经济学说。”
“不过，这个构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做了修正。如果说，梁启超在大战的惨祸和德国战败这一严峻现实面前，不得不承认国家主义仅仅是一种‘病态’的话，那么他也不得不拣起从前的评价来，认为管子、商君书等的‘法家者流之生计政策，无论为重农为重商，要皆立于国家主义基础之上。所谓 “我能为君辟土地，充府库”，孟子所斥为民贼也’；甚至更进一步地，对战国时代的霸道和西欧近代的帝国主义政策给予同样的批评：‘彼宗不徒以此（盐铁官营）均国内之贫富而已，更利用其国家资本主义以从事侵略。……而现代列强所惯用之生计侵略政策，亦大率由斯道也。’”

赖建诚认为梁启超在《管子传》中的矛盾难以理解，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认定梁启超在基本经济理念上是反对自由放任的。在2002年写成的《亚当•斯密与严复：〈国富论〉与中国》一书中，他依据侯厚吉等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稿》的研究，把梁启超划入主张保护主义、反对自由放任的一派。
但这样的概括是值得商榷的。例如，《管子传》云：“夫商业之自由放任过甚，则少数之豪强，常能用不正之手段，以左右物价，苦人民而独占其利。此征诸今世之产业组织而可知也。近世有所谓卡特尔者（Kartell），有所谓托辣斯者（Trust )，皆起于最近一二十年间，而其力足以左右全国之物价，甚者乃足以左右全世界之物价。识者谓其专制之淫威，视野蛮时代之君主殆有甚焉。而各国大政治家，方相率宵旰焦虑，谋所以对待之，而未得其道也。于是乎有所谓社会主义一派之学说，欲尽禁商业之自由，而举社会之交易机关，悉由国家掌之。此其说虽非可遂行于今日，然欲为根本救治，舍此盖无术也。而此主义当二千年前有实行之者焉，吾中国之管子是也。”
在这里，梁启超抨击的是“过甚”的“自由放任”，而且不忘提醒政府干预“非可骤行于今日”。
由此可见，梁启超在研究中国古代经济思想时暴露出来的观点跳跃或逻辑矛盾，固然有其治学特点上的原因，但主要还是其基本经济理念和特定历史情境所导致的政策需求之间的差异所导致的。而这种差异有着深层的思想和文化的根源。有批评者说：“梁的经济论述有几项特色：(1)现实的问题性很強，是符合时代的急迫性问题。(2)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项特性是负面的：环境一变、時间一过，这些问题的意义就随风而逝。(3)几乎只要以目前的知识，加上一些文献的查阅对照，稍用精神写出条理清晰的解说与评论，大概就可以完成解说者、析述者、评论者这3项自我设定的任务。这不是心智密集度很高的工作。”
果真如此吗？本文再从学术史的角度对梁氏的研究进行考察。
三
梁启超对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研究，在学术史上有着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他的探索为中国经济思想史这门学科的创立准备了条件；另一方面，他在研究中体现的特点是他本人和当时国内经济思想的一个缩影，并在很大程度上预示了中国近现代经济思想发展的轨迹。
关于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创立时间，叶坦认为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她说：“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其形成或创立的主要标志至少有二：一是这一时期系统性研究成果集中而大量问世，并且明确命名为‘经济思想史’；二则是同时在我国南北方约有十余所大学中先后开设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这些此前都是没有的。迄今知道的我国最早以‘经济思想’命名的中国经济思想史著作，是1925年北京志学社出版的熊梦著《墨子经济思想》。一般认为较有系统的成果则是甘乃光1924年写、1926年1月出版的《先秦经济思想史》，作者在其《自序》中说此书是他‘在岭南大学教授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一部分’。”

但一门学科的创立是需要前提条件和学术准备的。叶世昌注意到了梁启超在这方面的工作。他在《建国前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述评》一文中写道：“西方经济学传入中国后，有的学者就联想到中国的情况。首先是梁启超，他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写的《〈史记••货殖列传〉今义》中说：‘西人富国之学，列为专门，举国通人才士，相与讲肆之……观计然、白圭所云，知吾中国先秦以前，实有此学。’计然、白圭的话见于《史记••货殖列传》，‘富国之学’即经济学。梁启超还没有区别经济学与经济思想，因此认为计然、白圭的经济言论就是中国古代的经济学。到光绪二十八年，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又指出：‘盖全地球生计学，发达之早，未有吾中国若也。’并加夹住表示：‘余拟著一《中国生计学史》，搜集前哲所论，以与泰西学说相比较。若能成之，亦一壮观也。’‘生计学’是梁启超拟采用的economics的译名之一。他肯定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产生经济学的国家，想写出一部中国经济学史，对中西经济学说进行比较。”
由此看来，梁启超可能是中国最早具备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意识的人。
从研究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范围和方法来看，梁启超对后人的影响也是明显的。众所周知，中国历史上搜集整理前人经济思想的文献颇多，不仅各朝正史中有《食货志》，而且诸如《文献通考》、《资治通鉴》、《名臣奏议》等不乏收录精到之作。梁启超的作品于此不同的地方在于，他是以一种现代经济学的视角去分析前人思想资料的。胡寄窗曾指出：“自梁启超提出《管子》的无税论以后，赞同此说者颇不乏人。《管子》主张轻税是肯定的，至于是说它主张无税，那是没有根据的。”
他所说的赞同梁氏之说者有甘乃光、熊梦、黄汉及唐庆增。更有甚者，熊梦的《晚周诸子经济思想史》在第六章“法家思想”论述管子经济思想时，直接引用梁启超的文字，谓：“梁卓如曩著管子传（刊于饮冰室丛著内），于管子经济政策，颇多发明。愚研此尤力，已撰集解一书。兹为省时计，以下言管子思想者，即用卓如旧文。至其疏漏抵牾处，集解已详为商榷，故不赘。閲者如欲深究，可径参照。”

因此，治中国经济思想史学者对梁氏的工作持有定评。如侯厚吉等人说：“梁启超还尝试着用资产阶级的学术观点和研究方法来整理与研究中国古代的历史文化，写下了不少论文和著作。从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史来讲，具有创新的意义。”
“他虽然未就经济学的理论范畴作深入探讨，但是在运用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理论来研究、分析当时中国的现实经济问题方面，却作了许多工作，而且还尝试用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观点与方法来研究中国古代经济思想，整理中国古代经济文献。从这几方面来看，梁启超在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发展史上仍有着重要地位。”

更深入地看，梁启超的有关论著所产生的影响还体现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方法上。胡寄窗在评析王安石新政时写道：“在均输法和市易法问题上的斗争，都反映了官僚地主、‘富工’、‘豪贾’集团与中小地主及小工商业者间的矛盾。王安石打击商业兼并的思想，既是为封建‘人主争黔首’，同时也是为中小地主和小工商业者作代言人。梁启超认为市易法是以‘国家自为兼并’来代替商业兼并，这是一种错误的论断。因为行业组织是封建社会后期必不可少的社会组织形式之一，摧毁行会中的寡头垄断，正是使每一个行会中的兼并之家与一般成员取得‘买卖均一’的机会。同业成员的均等买卖机会应该是封建社会中的最大贸易自由，绝不能要求他们作到资本主义初期的所谓自由竞争，更不能把它看作是‘国家自为兼并’。”
在胡寄窗看来，封建社会中的进步经济思想必然表现为有利于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萌芽，而梁启超的观点则很鲜明：只要存在政府干预，市场经济就无法发展。这种思辨性的分歧，实际上贯穿于近现代以来中国经济思想的全过程。
由此，可以进一步剖析梁启超在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研究过程中的观点演变所折射的更深层蕴涵。如前所述，梁氏早期接受的西方经济思想是自由竞争，而后又赞成政府干预，最终再回到自由竞争的市场理念。但他的自由经济理念与西方的思想是存在差异的。他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写道：“古代君主与国家界限不分明，富国即无异于富君……儒家所以反对富国者，盖在此点。不宁惟是，即如现代所谓国家主义者，其财政虽非以供君主之内府，然亦当‘取诸民有制’。盖有所积重，必有所空虚。积重于君主，积重于人民中之一部分私人，固不可，积重于国家，犹之不可也。何也？积重于国家，则空虚必中于个人。以国家吞没个人，结局亦非国家之利也。”“儒家言生计，不采干涉主义，以为国家之职责，惟在‘勤恤民隐而除其害’。凡足以障碍人民生产力者，或足以破坏分配之平均者，则由国家排除之防止之，余无事焉。如是，听人民之自为谋，彼等自能‘乐其乐而利自利’也。”

在稍前写出的《墨子学案》中，他对社会主义的政府干预已有微辞。如在解释《墨子》中的“有余力以相劳，有余财以相分”时说：“现在俄国劳农政府治下的经济组织，很有几分实行墨子的理想。内中最可注意的两件事：第一件，他们的衣食住，都由政府干涉，任凭你很多钱，要奢侈也奢侈不来。墨子的节用主义，真做到彻底了；第二件，强迫劳作，丝毫不肯放松，很合墨子‘财不足则反诸时’的道理，虽然不必‘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但比诸此前工党专想减少工作时刻，却是强多了。墨子说：‘安有善而不可用者’，看劳农政府居然能够实现，益可信墨子不是个幻想家了。”
在梁启超看来，“墨子是个小基督，从别的方面说，墨子又是个大马克思。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是在‘唯物观’的基础上建设出来的，墨子的‘唯物观’比马克思还要极端。他讲的有用无用有利无利，专拿眼前现实生活做标准，拿人类生存必要之最低限度做标准，所以常常生出流弊。”“墨子的实利主义，原是极好，可惜范围太窄了，只看见积极的实利，不看见消极的实利，所以弄到只有义务生活，没有趣味生活，墨学失败最重要的原因，就在此。”

但这种对政府干预的警觉和对儒家思想的理解，并不意味着梁启超了解了西方经济自由思想的实质
。对此，张灏曾分析说：“1899年，梁受约翰•穆勒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开始对英国的自由主义有了一个模糊的判断，他将他的一些短文汇编成《自由书》。但直到1902年，在那篇著名的《论政府与人民之权限》的文章中，梁才清楚地表达了他的立场，接受政府是守夜人这一传统的自由主义思想。但奇怪的是，在同一篇文章中他赞同集体主义的看法，认为国家高于政府和人民之上，国家必须被看作有其自己的独立人格和国家最高主权的所在。同时接受政府守夜人理论和国家至上理论，表明梁从来没有清楚地领会英国自由主义的核心——保护主义，即国家的建立首先是为了保护公民的自由和每个公民的权利。”
“他（指梁启超——引者）指出，在墨子的学说中，爱总是和利连在一起，如果墨子没有作为整体的社会利益的思想，这两种价值观怎样能协调呢？梁认为，这种对公益的热心是以墨子称赏的苦行为基础的。他承认墨子有时也谈到自利，但仅仅是为了使公益思想被那些通常总是忽视它的人普遍接受。因此，自利只有辅助价值。对墨子来说，他最终信仰的无疑是公益的价值观。正是因为公益在墨子思想中的中心地位，梁称墨学为‘圆满之实利主义’。”
这就从方法论的高度揭示了梁启超思想的特点。
正是在方法论意义上，梁启超对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研究具有了更大的学术史价值。众所周知，中国历史上虽然也有反对政府干预、主张市场竞争的经济思想，但这些思想之所以未能对社会经济产生重大影响，潜在的制约因素在于从秦汉以后集体主义的方法成为传统文化的主流
。如马寅初所说：“中国自古，闭关自守，固无国际贸易之可言，故学者之思想，集中于农本主义，而国家之政策，亦以农本主义为对象。其思想，其政策，无一不有全体主义之色彩，视整个中国为一单位。政府不但干涉私人之事业，其直接有关于国家经济之事业，且由政府经营之。例如采矿一事，历代以来，均归国家经营，至明代犹然。他如盐铁等业，亦为国家所专营。可知历代之经济政策，均以整个国家之利益为前提，讵非全体主义之表现哉。”
唐庆增也认为：中国以家庭为本位的社会组织状况，使“个人主义，向无充分之发展”，“欲使中国而有完善之经济学说者，当废除以家庭为本位之社会，而以培养个人之智力为归”。
“我国数千年来，只重均富，不重生产，以生产尚未发达之社会国家，经济政策乃以社会主义为归，流弊所及，造成今日物质文明落伍现象，昔日闭关自守，犹可安享自给之生活，古今情形迥异，固不能轻以政策为儿戏也。”
问题在于，集体主义并非个人利益的加总，“中国数千年来，公私经济之区别，注意者绝少，国家之库藏，即为人主之私蓄，国家之产业，往往作为个人之私财看待，国库之盈虚，须视人主之好尚如何而定，人主之侈俭，亦视政府财力之充足与否而定，国君俭则库足，侈则不足；反之，国库有余，则生侈泰之念，不足则政费减少，历代财政，大半如此，实由于经济组织之不善”。

因此，把中国古代类似于自由竞争的经济思想作为发展近代市场经济的理论资源，必然存在重大的局限，导致以集体主义方法论为指导的国家统制和政府干预主张重复出现。这种现象既出现在与梁启超同时代的孙中山经济思想里，也延续到三四十年代的经济思想中。孙中山在阐述民生主义理论时十分强调发挥政府的作用。在他看来，国家干预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在发展经济的时候，必须防止少数人独占社会进步的成果，“故一面图国家富强，一面当防资本家垄断之流弊。此防弊之政策，无外社会主义。本会政纲中，所以采用国家社会主义政策，亦即此事”，具体而言，就是“国家一切大实业，如铁道、电气、水道等事务皆归国有，不使一私人独享其利”
。在另一篇文章中，孙中山表示：“凡天然之富源，如煤铁、水力、矿油等，及社会之恩惠，如城市之土地、交通之要点等，与夫一切垄断性质之事业，悉当归国家经营，以所获利益，归之国家公用。”
在撰写《实业计划》时，他断言世界趋势是以“经济集中代自由竞争”，“无论何时何地，当有大公司成立，即将其他小制造业扫除净尽”，“所不幸者，大公司多属私有，其目的在多获利益，待至一切小制造业皆为其所压倒之后，因无竞争，而后将各物之价值增高，社会上实受无形之压迫也”，“如欲救其弊，只有将一切大公司组织归诸通国人民公有之一法”，这一判断的逻辑结论是：“故在吾之国际发展实业计划，拟将一概工业组成一极大公司，归诸中国人民公有”。
他还说：“准国家社会主义，公有即为国有；国为民国，国有何异于民有！国家以所生之利，举便民之事，我民即共享其利。”

三四十年代，国人论述统制经济的专著大量出版
，而且提出这类主张的不仅有经济学家，而且有企业家和政治家。如银行家陈光甫表示：“资本主义经济组织的思想背景，以个人主义为前提，因各个人目的利害不同，便无形中发生了个人的或阶级的倾轧和排挤，而引起了社会的不安和经济的纷扰。”“如果我是政府，如果生产、消费、运输等事业都归我统辖，我可以将全国的出产量和购买力等等通盘计划起来，一方面权衡轻重，调剂得失，另方面将各种无意识的经济活动，一概取消，又将追求个人利益为目标的、自相矛盾的、利害冲突的经济组织，完全放弃，而以社会全体——即全国——为中心的社会制度，来代替以个人为中心的社会制度。”
蒋介石认为：中国的经济思想有着两个显著特点：其一，“中国经济学说以人类的理性为本源”；其二，“中国经济学说以社会的全体为本位”。因此，中国历史上的经济思想家，“他们都不以人类的欲望为出发点，尤其不以个人之小己的私欲为出发点。他们的学说都本于人性，他们的目的都是国计民生，都是为国计民生而致力于经济的规划与统制。”“国家如不对人民的经济活动确定分限，确定计划，任人民流于斗争，只有招致社会混乱与民族困穷的结果”，“无论是养欲或是制欲，都需要一个管理众人之事的政府来办理。这一点是国家的经济哲学基础。”

只有少数人对此保持清醒认识。如唐庆增强调：“放任主义，昔在欧洲盛行，惟欧战而后，遂渐有侧重干涉主义之倾向，我国今后应采之经济政策，将仿行欧制乎？仰沿用传统经济政策乎；则以旧习惯关系，窒碍难行，抑且遏止人民创造性，阻碍资本之积储，故不必亦步亦趋，效法欧美也。然现代人民，公众欲望，较前为复杂，故现今亦不能完全采取放任之态度。依愚见所及，现时我国应采之经济政策，固宜酌取往昔放任之精神，亦应设法避免干涉之弊窦”
。抗战胜利以后，谷春帆提出：“以计划求经济之发展，只是一种过渡型态，一种必不得已的措置。一个国家，用计划方式以提高人民各方面的水准为目标，在理论上，根本不能成立……以国家来计划经济，来提高人民生活水准，实际上即系以少数人的道德标准，价值观点，来干涉多数人的生活。尽管这种干涉，在干涉者是真诚的道德信仰，在被干涉者亦未尝不认为有益。而在理论上，这种政治，不免是父道政治，是教道政治，是以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政治。”“计划经济，是从干涉人民的经济活动中，谋经济力量之增长。但这是过渡办法。到经济力量增加之时，计划统制的程度，应当一天一天减轻。让渡与自由放任之经济。到最后，则差不多全部经济，全放任人民自由。而国家只经营一些公共的经济事业，国防公共工程之类。国家仍要有计划来办理这些事业。但其办理是代替人民处理公共事物，而不是干涉人民的经济活动。”

如上所述，作为一种学术史现象，梁启超的观点跳跃或逻辑矛盾，深层原因是在方法论上，其学术源头则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以前。这不是简单的理论肤浅或治学浮躁，而是一种文化和时代的制约。当工业文明传入到古老的农业大国时，这种制约无法回避，导致的理论“混乱”并不奇怪，仅仅从技术或政策层面要突破它非常困难。梁启超的个案表明，缺乏经济学的个人主义方法，接受政府干预思想是可能的，反对政府干预政策是不彻底的，因而实施自由经济也不可能一以贯之。梁启超的思想特点在20世纪中国经济思想的发展过程中长期存在，说明文化的影响深刻而久远。可以说，只有在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巨变和伟大实践中，从方法和文化的角度探讨市场经济的一系列根本性问题时，我们才能对梁启超现象作出新的解析，获得新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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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写作得到上海图书馆俞国琴博士、上海社会科学院徐琳博士和郑铭钊硕士在提供资料方面的帮助，特此致谢。


� “他（指梁启超——引者）对中国经济思想的贡献不在于他的经济思想本身，而在于它所产生的另一些积极有利的作用”，其中的一个突出点是，“他是运用西方资产阶级经济理论来分析中国古代经济文献和经济政策的第一位近代作家。在这方面，他的工作不仅是首创的而且做得不少”。（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08、310页）


� 赖建诚：《梁启超的经济面向》，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6年版，该书分“清末民初”和“古代经济”两大部分对梁氏的经济论著加以分类。


� 《〈史记•货殖列传〉今义》，饮冰室文集之二，第35-36页，《饮冰室合集》第7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据1936年版影印）。本文引用的梁氏文稿均源自这一版本，不另注。


� 同上书，第39-40页。


� 《王荆公》，饮冰室专集之二十七，第64页，《饮冰室合集》第7册。


� 同上书，第66页。


� 《论中国财政学不发达之原因及古代财政学说之一斑》，饮冰室文集之三十三，第93页，《饮冰室合集》第4册。


� 同上书，第94页。


� 同上书，第91页。


� 《子墨子学说》，饮冰室专集之三十七，第29页，《饮冰室合集》第8册。


� 《墨子学案》，饮冰室专集之三十九，第14页，《饮冰室合集》第8册。


� 同上书，第14-15页。


� 同上书，第16页。


� 同上书，第17页。


� 如赵兰坪曾写《对于梁启超先生著〈墨子学案〉中之〈墨子之实利主义及其经济学说〉的质疑》一文发表于《经济》（创刊号）（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附录），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411页）。


� 《先秦政治思想史》，饮冰室专集之五十，第165页，《饮冰室合集》第9册。


� 同上书，第166页。


� 同上书，第166-167页。


� 同上书，第170页。


� 《老孔墨以后学派概观》，饮冰室专集之四十，第37页，《饮冰室合集》第8册。


� 同上书，第37-38页。


� 《管子传》，饮冰室专集之二十八，第45页，《饮冰室合集》第7册。


� 同上书，第46页。


� 同上书，第47页。


� 同上。


� 如胡寄窗认为：梁启超“对我国古代经济文献或政策的评论，即使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角度来衡量，一般也是肤浅乃至错误的，更不用说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尺度去衡量”。(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12页) 赖建诚指出：“虽然经济议题只是墨学的一环，但从梁的內在逻辑和不时出现的过度阐释，我无法赞同黃克武的结论，說:‘梁启超论墨之作表現出他个人的学术风格，以及思想的一贯性，在二十世紀人类历史上，他绝对算得上一个既博学又敏锐的思想家。’”（赖建诚：《梁启超的经济面向》，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6年版，第21页）


� 赖建诚：《梁启超的经济面向》，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6年版，第245页


� 同上书，第247页。


� 同上书，第253页。


� 在侯厚吉、吴其敬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稿》中，《梁启超的经济思想》第二目《戊戌变法时期振兴农工商的思想》的主要引用文献是《〈史记•货殖列传〉今义》，该目全文引用梁启超的文献共7篇，26次，其中《〈史记•货殖列传〉今义》一篇就被引用16次。（见侯厚吉、吴其敬主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稿》第三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88-299页）在赵靖、易梦虹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有关梁启超的章节中，被引用的反映梁启超在戊戌政变前经济思想的史料共有5篇，11次，其中《〈史记•货殖列传〉今义》一篇被引用7次。（见赵靖、易梦虹主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修订本）下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76-381）


� 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11页


� 《〈史记•货殖列传〉今义》，饮冰室文集之二，第36-37页，《饮冰室合集》第7册。


� 同上书，第38页。


� 同上书，第42页。


� “整体而言，梁对王安石的财经作为，並沒有在具体问题上作深入分析，也沒有提出财经政策上的新洞见；相对地，由于梁的主要诉求是替王安石洗冤辩诬，所以立场鮮明偏颇，在格局上还是沒跳脫出‘党争’式的论述。”（赖建诚：《梁启超的经济面向》，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6年版，第20页）


� 《王荆公》，饮冰室专集之二十七，第74页，《饮冰室合集》第7册。


� 同上书，第78-79页。


� 《管子传》，饮冰室专集之二十八，第62页，《饮冰室合集》第7册。


� 《管子传》，饮冰室专集之二十八，第63页，《饮冰室合集》第7册。


� 赖建诚：《梁启超的经济面向》，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6年版，第234、235页。


� [日] 森时彦：《梁启超的经济思想》，[日]狭间直树编：《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共同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36页。


� 同上书，第242页。


� 赖建诚：《亚当•斯密与严复：〈国富论〉与中国》，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61、163页。


� 《管子传》，饮冰室专集之二十八，第62-63页，《饮冰室合集》第7册。


� 赖建诚：《梁启超的经济面向》，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6年版，第359页


� 叶坦：《中国经济学术史的重点考察》，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编：《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2页。


� 叶世昌：《中国经济史学论集》，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112-113页。


� 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353页。


� 熊梦：《晚周诸子经济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第89-90页。但这种做法受到了批评：“公然取他人的著作为自己的著作，虽然作了声明，仍是有悖于学术规范的。”（叶世昌：《中国经济史学论集》，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117页）


� 侯厚吉、吴其敬主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稿》第三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79页。


� 同上书，第288页。


� 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1页。


� 《先秦政治思想史》，饮冰室专集之五十，第173页，《饮冰室合集》第9册。


� 《墨子学案》，饮冰室专集之三十九，第17、18页，《饮冰室合集》第8册。


� 同上书，第20、21页。


� 在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早期，“以自由主义名义进行的思想运动把自由强调为最后目标，而把个人强调为社会的最后实体。在国内，它支持自由放任主义，把它当作减少国家在经济事务中的作用从而扩大个人作用的一个手段。在国外，它支持自由贸易，把它当作为世界各国和平地和民主地联系在一起的手段。在政治事务中，它支持代议制政体和议会制度的发展，减少国家的无上权力和保护个人的自由权利”。( [美]米尔顿·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张瑞玉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6-7页)


� [美]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崔志海、葛夫平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6-137页。


� 同上书，第149页。


�“史料表明，先秦时期的和谐理念及经济主张以个体差异性为基础，承认人的自利本性，希望通过人与人之间的自由竞争，达到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的目标。而西汉以后的大同构想则相反，它们秉承全体主义的信念。在其论述中，人是具有同样欲望、禀赋和勤奋程度的社会群体，因而拥有同等获得财富分配的权力。……他们把个人与全体等同起来，断言只要群体是以公共利益为组织目标的，这个群体中的个人就会像为自己工作一样为群体工作。于是，社会经济就可以按照一个由人们主观设定的机制运行，一般社会成员可以在预先计划好的位置，以人人相同的数量和质量从事生产。这样，私有制就可以取消，只要有公认为品德优秀、智慧高超的管理者就行。正是这种全体主义的观念特征，使大同构想成为家长式管理体制和统制经济的先行思想资料。”（拙作：《试析20世纪30年代有关中国古代经济方法论的歧见》，《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


� 马寅初：《中国经济改造》，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39页。


� 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24页。


� 唐庆增：《中国生产之现代化应采个人主义》，《申报月刊》，第2卷第7号（1933年7月）。


� 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22页。


� 孙中山：《在南京同盟会会员饯别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22—323页。


� 孙中山：《中国实业如何能发展》，《孙中山全集》第五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35页。


� 孙中山：《实业计划》，《孙中山全集》第六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53页。


� 孙中山：《在上海中国社会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21页。


� 见北京图书馆编：《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经济（上），书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48、149、165页；谈敏主编：《中国经济学图书目录（1900-1949）》，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第334-336页。但这些统计仍然是不完整的，参见拙作：《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的统制经济思潮》，《史林》2008年第2期。


� 陈光甫：《经济统制的ABC》，《陈光甫先生言论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1948年印行，第133、133-134页。 


� 蒋介石：《中国经济学说》，《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一册，（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版，第184、187、190页。


� 唐庆增：《从历史上以观察我国今后应采之经济政策》，《经济学季刊》第7卷1期（1936年6月）。


� 谷春帆：《中国工业化计划论》，商务印书馆1945年版，第21、22页。





PAGE  
14

